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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争鸣 

 

对当下文学理论诸问题的反思 
 
阎嘉 

 
  尽管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着种种异质性、差异性和难以跨越的文化隔阂，但我们始终都

应该以一种好奇的、求知的、审视的、批判的、反思的心态去对待我们的祖先曾经当作怪异之物

的外来的西方文论与文化。我们力求真正走进和了解西方文论与文化，并不是为了对它们的膜拜

和景仰，而是为了求知，为了借鉴，更是为了新的创造。 

  今天的理论生产者，大多都受制于自身在其中“谋生”或者“工作”的现行学术体制，主要

通过教材、论文、教学活动、各种出版物、网络媒介等途径走向公共领域，并对公众发言，由此

影响到文学活动和整个社会。这种日益体制化与专业化的理论生产和再生产的语境，不同于从前

的任何时代，诸如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时代，社会激进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封建专制统治

的时代等。事实上，理论生产活动已经远离了文学活动本身，变成了一种学院体制内的“知识生

产”活动。因此，现行大学教育体制和学术体制下的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语境，是我们反思诸多

理论问题最基本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对文学理论学科的形成和性质是需要反思的。文学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主要涉及到文学的基

本原理、概念和范畴，文学研究的方法、价值评判的标准等。这样的研究具有理论的普遍性和抽

象性的特点。但重要的是，文学理论研究首先必须面对文学的基本事实，从文学事实出发：一方

面运用原理、方法、概念和范畴去解释文学文本和事实；另一方面又要对文学文本和事实做出价

值评判。换句话说，文学理论主要不是对文学现象做出事实判断，而要对文学现象做出解释和价

值评判。因此，文学理论需要确立一系列概念、范畴、标准，并由此建构相应的理论框架，去解

释和评判文学事实。文学事实最重要的内容，首先是文学文本(作品文本和理论文本)，以及文本

产生的社会语境(历史、时代氛围、社会事件、文本生产机制等)。文学理论的历史深刻地与范围

广泛的社会、经济、哲学、道德和心理领域的思想史交织在一起。我们应当深入到文学文本背后

更加宽广的历史语境中，从一种能表明其联系、起源、演化和反应的脉络的视角去审视它，去挖

掘促成文本形成的不同动机，尤其是不同文学传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冲突与融合，并在此基础上

做出价值评判。 

  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学理论界，“价值中立”论近年来颇有市场。在我看来，文学理论作为

一种知识建构，毫无疑问离不开理论家的价值立场和价值评判，价值评判是文学理论建构中最重

要的品格和灵魂。文学理论绝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之中，人为地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隔绝。 

  对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文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在一些理论著述中盛行的“审美主义”

倾向我们也需要反思。文学理论研究总会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不同理论家对于“文学”概念的理

解。我们应当联系历史演变来看“文学”这一概念的具体意涵。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强

调“文学”的“审美价值”，是当今中国文学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在西方世界，“文学”概

念的发展也有和中国类似的历程。西方古代的文学理论大多非常关注文学作为人类社会活动之一

的基本性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等原创性理论家往往会从社会的政治、历史、道德、

哲学等角度去界定文学。在 18 世纪后期的启蒙运动之前，西方传统知识学科中与文学有关的理

论，都被归入到“诗学”和“修辞学”之中。1746年，法国神父巴托在《简化成一个单一原则的

美的艺术》一文里将“美”与艺术联系在一起，明确提出“模仿美的自然”是一切艺术的共同原

则。此后，启蒙运动中的重要人物狄德罗、达朗贝尔等人，英国学者夏夫兹博里、哈奇生等人，

德国的“美学之父”鲍姆加登及其学生迈尔，受启蒙思想影响的歌德和康德等人，共同推动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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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以“审美价值”为核心的艺术体系的诞生。把“审美价值”作为“文学”的核心价值，从此就

成了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中“文学”概念的重要意涵。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直至现在，以审美价值为核心的“文学”概念，

在西方世界不断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挑战和突破。美国艺术史家克里斯特勒提出：“在现

代艺术创作中和在文化史的其他阶段的研究中，美的艺术的传统体系开始显现出土崩瓦解的迹

象。从 19 世纪后半期以来⋯⋯对各种艺术的不同技巧更加强烈的认知，在艺术家和批评家中已

经造成了对于以一种不再存在的境况为基础的美学体系之惯例的不满，这种美学试图徒劳地掩盖

这一事实，即它的美的艺术的根本体系只不过是一种假设，它的大多数理论都是从特定的艺术、

通常是诗歌中抽绎出来的，或多或少不适用于其他艺术。”(参见拙译《现代艺术体系》，载周宪主

编《艺术理论基本文献》) 

  今天，在中国文学理论界，由于种种原因，人们或多或少地认为从社会性出发去考察和研究

文学已经过时，认为如果再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与社会功能是陈旧的老一套。人们在竭力寻找文

学和理论研究的“新”途径时，大多把文学的“审美”(娱乐)功能当作一个似乎可以“放之四海”

的“新”基点，以强调“审美”来回避文学理论的社会性特质，实际上这又落回到了十八、十九

世纪的旧套路中。“审美主义”在今天成了一个逃避文学理论需要进行政治、经济、道德、哲学

等维度的价值评判的“法宝”。如果一个理论家出于社会责任和真正的人文关怀的立场，就不可

能片面强调“审美”和“娱乐”而不去关注文学的社会价值建构与社会职责问题。 

  对文学理论的不同传统我们也需要进行反思。文学理论在今天和未来的发展，始终都是背靠

着各种既有的传统，又处在不同传统的重组和建构之中。不能理解这一点，当然就不可能有理论

上的自觉。我们应当以一种复杂的眼光来看待传统的问题，应当把传统看成是一种动态的网状系

统，而不是线性的、固定不变的、铁板一块的和独立存在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虽然与近代以来

的“西学东渐”有关，但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着自己的文学理论传统，包括中国特有的文学理论概

念、范畴、评判标准和理论框架，它们与外来的西方文学理论传统存在着很大差异。加之，马克

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

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始终面临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中国本土固有的理论传统和外来的理论

传统之间相互融合、吸纳、传承和创新的局面。 

  不过，面对历史和现实，我们必须追问“传统”的主体，即要追问到底是“谁的传统”。从

主流与边缘、中心与非中心的角度看，有作为主流和中心的“大传统”，与作为边缘和非中心的

“小传统”。有体现在制度和文本中的显性传统，也有身传口授和体现于内在心理结构中的隐性

传统。在中国，有儒家传统，道家传统，禅宗传统，文人传统，民间传统等。在西方，有希腊传

统，罗马传统，基督教传统，法国传统，英国传统，美国传统，德国传统等。这些不同的传统构

成了各自相对独立的、类似于“马赛克”的局面，有相对清晰的发展演变理路。即使是同一种传

统，比如儒家传统，亦有先秦儒家、秦汉儒家、宋明儒家、现代新儒家之别。我们很难寻找到一

种统一的、具有共同特征、跨越几千年、亘古不变的传统脉络。 

  事实上，我们现在既无法真正回到自己过去的传统，也很难真正走进西方的传统。从晚清以

来的一百多年间，由于各种特殊的历史原因，我们主动告别了自己的传统(至少是在制度和文本的

显性层面之上)，试图走进或接纳别人的传统(主要是输入的欧美传统)。当我们习惯性地用“现实

主义”、“浪漫主义”这样的标签贴在屈原、李白、杜甫这些作家身上的时候，它们实际上已经与

原本在西方传统中的含义没有了任何关系，其实它们也是某种空洞的标签。与此同时，我们更应

当关注在自己生存语境中不断形成和变化着的“新传统”。各种不同的新传统，既是过去的传统

资源的延续和演变，要与外来传统冲突与融合，又是我们在实际中创造和发展的结果。从晚清以

来，文学理论中出现了一些非常明显的新传统，它们既不同于本土既有的传统资源，也不同于输

入的外来传统资源，但它们确实成了一些相对稳定的发展演变理路。例如，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

传统，刻意求新的传统，科学主义的传统，中国式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等。这些不同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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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实际上吸收了中国和外国的不同理论资源，塑造出了一些特定的价值取向和评判标准，

既影响到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的接受，也影响到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建构。 

  我们也需要对外来的西方文学理论传统进行反思。所谓的“西方”，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

从现实看，都不是一种同质化的整体，其内部存在着众多差异，或者说实际上是一种多元文化的

混合体，甚至是一种“马赛克式”的混合体。因而，我们的着眼点不应当是同质性、一致性和共

同性，而应当是差异性、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从总体上看，西方文学理论中依然存在着一些我

们至今知之甚少的“盲点”。比如西方的中世纪，我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到一种“共识”，自以

为中世纪是一个“黑暗”、“愚昧”、“无知”的时代，除了基督教神学的教条和偏见之外，一无是

处。人们至今还在不断谈论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曾经被中世纪的主流意识形态奉为正统思想

家，他们的学说主要是通过中世纪才流传到今天的。又如，我们对西方悠久的修辞学传统的了解

实际上非常有限。这门发端于希腊古典时期的关于演讲的学问，在古罗马时代和中世纪总共一千

多年的漫长时间中，一直都是最为重要的知识领域之一。它以演讲术为中心，汇聚了语言学、逻

辑学、写作、文体学、口头表达等方面的知识和技巧，当然也与文学批评和理论有着密切关系，

甚至充满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再如，我们现在时兴谈论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其

实对于我们来说相当隔膜，其中需要我们去认真了解的东西，远远超乎我们自己的想象。 

  今天的“西方”，在历史上是由诸多“非西方”的传统和资源共同造就的。现在通常意义上

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在历史上和文化上与今日非洲和亚洲的不少地方有过非常密切的交往。

这个“西方”从“非西方”的资源中汲取过大量营养，比如埃及和阿拉伯世界。在另一方面，“西

方”自身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存在着众多差异。法国、英国、德国、俄国、西班牙、葡萄牙、

丹麦、挪威等国度，在文化传统及其各种表现形式(语言、习俗、传统等)方面存在着重要差异。

我们也需要对西方文论发展演变的语境、传承、体制有所了解。然而，我们对多数西方文学理论

和文化的了解，大多是从文本到文本。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我们往往只是根据自以为理解了的“文

本”来谈论文本，而不大顾及原初文本产生的语境、传承的过程和制约的体制等极为重要的问题。 

  尽管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着种种异质性、差异性和难以跨越的文化隔阂，但我们始终都

应该以一种好奇的、求知的、审视的、批判的、反思的心态去对待我们的祖先曾经当作怪异之物

的外来的西方文论与文化。我们力求真正走进和了解西方文论与文化，并不是为了对它们的膜拜

和景仰，而是为了求知，为了借鉴，更是为了新的创造。 


